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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史研究 

沦陷时期的上海电影与中国电影的历史叙述 

李道新 

I■】 

沦陷时期的上海电影与中国电影的历史叙述，是中国电影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无论有 

意的忽略还是无意的遮蔽，都不利于中国电影史学的健康发展。最大限度地利用可资利用的文 

字资料和影片资料，在军事侵略和文化殖民的背景下重提沦陷时期上海电影的多侧面及特殊性， 

是任何一个电影史学工作者都无法回避的责任和使命。 

I关■诩】 

沦陷时期上海电影 中国电影的历史叙述 中国电影史研究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美、 

英对日宣战。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租界。从 

“孤岛”消失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 

宣布无条件投降为止，沦陷之后的上海，进入 

一 个社会动荡、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的历史低 

谷；而沦陷时期的上海电影，也呈现出一派诡 

谲的氛围和迷离的光影，在日伪合流的政治格 

局、服务战争的电影国策及具体而微的运作实 

践中，绘制出前所未有的驳杂而又独特的历史 

脉络和文化图景。 

在中国内地、台湾、香港以至海外电影史 

学界。对1941—1945年间亦即沦陷时期的上海 

电影进行过一系列较有价值的考察和研究，但 

也在文献的搜集整理上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境， 

尤其在作品的意旨分析和人物的历史评价等方 

面存在着意气用事的弊端。沦陷时期的上海电 

影与中国电影的历史叙述，是中国电影史研究 

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无论有意的忽略还是无 

意的遮蔽。都不利于中国电影史学的健康发展。 

最大限度地利用可资利用的文字资料和影片资 

料。在军事侵略和文化殖民的背景下重提沦陷 

时期上海电影的多侧面及特殊性，是任何一个 

电影史学工作者都无法回避的责任和使命。 

沦陷时期的上海电影 

沦陷时期的上海电影，既是日本 “国策电 

影”在军事侵略的配合下继长春的满洲映画株 

式会社、北平的华北电影公司和上海的中华电 

影股份有限公司之后在中国的延续和扩展，又 

是上海电影在文化殖民的过程中执守本土历史 

并寻求生存空间和精神突围的选择和实践。 

1941—1945年间的上海电影，在垄断的建制和 

沦陷的光影里，交织着战争的梦魇、文化的错 

迕与心灵的歌哭，其面貌的多重性和内里的复 

杂性，在整个中国电影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从中国电影诞生以来，上海就执中国电影 

界之牛耳。作为中国国内最大的开放口岸和外 

国人租界区，并作为中国电影制片、发行和放 

映业的中心，上海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军事侵 

略的重要目标，而且是日本对中国进行文化殖 

民、实施电影国策的重要基地。然而，鉴于战 

局的进展以及 “满映”和华北电影公司在中国 

的业务不振和市场败绩，加上上海作为租界区 

和电影中心的特殊地位，日伪政府也不得不在 

侵略与卖国的前提下调整策略，在一定程度上 

改变 “满映”和华北电影公司的急功近利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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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文化殖民和电影国策在华中和上海的实施寻 

找新的方案和路径。 

实际上，在 1939年5月15日伪华中维新 

政府宣传局长孔宪铿致梁鸿志签呈之附件 《在 

华电影政策实施计划》里，仍然强调 “宣传国 

策”为电影的当务之急，并表示： “确立中、 

日、满一体思想的基础使之强化，将蒋政权十 

余年来培养之抗日侮日之思想于国民脑海者使 

之绝减，故利用电影宣传，收效果甚矩，且有 

重大之意义。”。 而在另一附件 《中华电影股份 

有限公司设立要纲 (案)》里，规定 “中华电影 

股份有限公司”之 “方针”为： “在中国经营 

电影事业，而于中、日、满互相提携之下，以 

思想融和及文化进展为目的，设立维新政府特 

殊法人之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中 

华”) 值得注意的是， “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 

司” (“中华”)标榜的中、日、满 “互相提 

携”，并以 “思想融和”和 “文化进展”为目的 

的设立方针，与 1936年7月提出的 《满洲国电 

影对策树立案》中 “指导教化满洲国民”的 

“理由”已有较大差别。④ 

1939年6月27日，在日本兴亚院、日本 

的中国派遣军以及以汉奸梁鸿志为代表的伪华 

中维新政府支持下，在南京中山路东亚俱乐部 

礼堂，召开了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 

成立大会。公司成立时设在南京，不久即迁往 

上海江西路公共租界。公司成立之初，资本金 

为1OO万元，伪华中维新政府出资5O万元， 

“满映”出资25万元，日本松竹、东宝、富士 

胶片社等各大公司联合出资25万元；另有伪华 

中维新政府和日本兴亚院各拿出20万元作为附 

助资本金。理事长由高朔担任，专务董事则为 

川喜多长政。1940年 12月， “中华”由伪华 

中维新政府领导改由国民党汪伪政府领导，并 

决定日本和 “满映”的股金占49％，汪伪政府 

的股金占51％。董事长改由汪伪政府外交部长 

褚民谊担任，副董事长仍为川喜多长政；亲日 

影人黄天始、黄天佐、刘呐鸥分任常务董事、 

董事和制作部次长之职，并为 “中华”冲锋陷 

阵、摇旗呐喊。④ 

“中华”是上海沦陷之后日伪垄断电影机 

构 “中联”和 “华影”的雏形，”中华”的成 

立，也标志着日伪政府迈出了向上海电影进行 

有组织、有步骤侵略的第一步。⑤到1942年， 

“中华”已在所辖的华中、华东和华南建立放映 

日本影片的影院41座，放映中国影片的影院 

52座以及放映日、中各国影片的影院 13座； 

在上海的直营影院也有虹口中华大戏院、沪西 

大华大戏院、国际剧场、南市中华大戏院和民 

光中华大戏院等5座。与此同时，受日本兴亚 

院和华中铁道委托，拍摄 《中国经济建设》、 

《我们的铁道》等 “文化影片”，编辑每月二期 

《世界电影新闻》，会同日本东宝公司合拍故事 

片 江》和 《J二海三月》；并因直属汪伪政府 

行政院宣传部而获得汪伪政府赋予的电影发行 

垄断权。 

上海沦陷之后，英美等国在中国的势力被 

排除，长期依赖英美等国供给影片、胶片及原 

料的上海各影院公司和各制片公司，面临停顿 

歇业的危机；同时，南洋航运断绝，上海影院 

及制片公司又失去了自己的海外市场。正是在 

这种情况下，实际由副董事长川喜多长政控制 

的 “中华”，以影片、资金、胶片和原料供给各 

影院和各制片公司，进一步获得了中外影片的 

所有发行权，逐渐左右着上海影业的生死存亡。 

1942年4月，禁不住川喜多长政的 “极力 

游说”和 “软硬兼施”，上海新华影业公司老 

板、 “孤岛”最有影响的制片人张善琨，在 

“保护上海影人”与 “保存上海影业”的允诺 

下，终于答应与川喜多长政一起 “重组电影 

业”。⑥由张善琨出面组织，新华、艺华、国华、 

华成、华新、金星、合众、大成、华年、光华、 

天声等12家上海的影业公司实行合并，改组为 

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中联”)， 

在上海海格路452号设立公司总管理处。 “中 

联”创业资金共计300万中储券，其中一半来 

自川喜多长政的 “中华”，另一半来自新华、艺 

华与国华。 “中联”董事长由汪伪政府宣传部 

长林柏生担任，副董事长为川喜多长政，张善 

琨任总经理兼制片部部长，下辖5个摄影厂和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I JournaI o，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 l B
eijing Film AcademY 

16座摄影棚，各厂分别由陆元亮、张石川、沈 

天荫、陆洁和颜鹤鸣任厂长。按当时的报道， 

“中联”是 “全沪各影业公司的大集合”，以人 

才而论。全上海的男女大明星、大导演，以及 

各专门部分的技术人才，可以说是 “一网打 

尽”。⑦确实，在 “中华”为日伪电影实现配给、 

发行一元化之后， “中联”为日伪电影完成了 

制片一元化的目标。随着 “中联”的成立，上 

海电影也彻底落入日伪势力的掌控之中。 

在 “中联” 【以至此后的 “华影”)操纵者 

【领导阶层)与操作者 【创作人员)及其出品的 

主观意向和客观效果之间，存在着许多悬而未 

决的疑案。据当事人李香兰的自述与日本电影 

史家佐藤忠男的描写，川喜多长政不仅是一个 

“亲华派”和 “自由主义者”，而且正是由于他 

的冒险行动，才 “保障了中国电影界的创作自 

由”；⑧但林柏生在 “中联”刊物 《新影坛》上 

发表的 “我们必须把整个电影事业的发展。配 

合在国家复兴及东亚建设的进展中”以及 “大 

东亚本位的中国电影”等言论，却十足地替日 

伪 “和平建国”与 “大东亚共荣圈”理论张目； 

⑨张善琨却一方面表示 “效忠于国家、效忠于东 

亚”，一方面提倡 “保持电影的娱乐性”。⑩显示 

出中国电影商人在特殊环境下随机求变、左右 

逢源的矛盾心态。除此之外。以朱石麟、 卜万 

苍、岳枫、李萍倩、黄绍芬、周贻白、陶秦、 

陈云裳、李丽华、刘琼、高占非等为代表的 

“中联”创作群体，基本上没有主动地拍摄为日 

伪侵略服务的 “国策电影”，由于思想被禁锢， 

“许多题材大家都不敢拍”，只好在 “只求无过， 

不求有功”的消极心态下， “大家都倾向爱情 

片子方面去”。⑩从 1942年5月到 1943年4 

月， “中联”一共拍摄故事影片47部。大多 

“无关宣传”，献给观众的只是 “大量的风花雪 

月”。@至于 “中联”与 “满映”合拍、表现林 

则徐查禁英国商人向中国境内运销鸦片的影片 

《万世流芳》，虽有日伪政府所张扬的东亚民族 

抗击英美侵略的宣传动机。却也可以被观众读 

解为中国人誓死抵御一切外族侵略的影像寓言。 

制作意图与传播效果的偏差，是 “中联”作为 

日伪国策电影机构自觉失败进而决定改组的关 

键原因。 

1943年6月1O日，汪伪政府公布 《战时 

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力图 “动员文化宣传 

之总力，担负大东亚战争中文化战、思想战之 

任务”，并明令 “强化电影事业，对制作发行及 

戏院三方面之经营，速谋统筹办法之实施，以 

收调节集中之效”。@其实，早在 1943年5月， 

汪伪政府便颁行了 《电影事业统筹办法》，将垄 

断发行的 “中华”、主管制作的 “中联”与放映 

机关上海影院公司合并，成立制片、发行和放 

映三位一体的电影机构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 

公司 【简称 “华影”)。 “华影”由汪伪政府立 

法院长陈公博、财政部长兼警政部长周佛海、 

外交部长褚民谊担任名誉董事长，汪伪政府宣 

传部长林柏生担任董事长，川喜多长政担任副 

董事长，汪伪政府宣传部驻沪办事处处长冯节 

担任总经理，张善琨和日本人石川俊重担任副 

总经理，设址于上海江西路 170号汉弥尔登大 

厦内，下辖6个摄影场。在其7500百万元中储 

券的营运资金中，日方 【主要是”中华”)和伪 

满政府拥有总股份的40％。汪伪政府则拥有 

6O％的股份。从 1943年5月至 1945年8月， 

“华影”一共拍摄故事片8O部及若干 《中华电 

影新闻》。从 “华影”的领导阶层、创作人员和 

出品质素来看。作为制片机构的 “华影”。与其 

前身 “中联”相比并无本质的区别。 

不仅如此。从总的舆论导向上看， “华影” 

中宣扬电影国策、鼓吹 “大东亚电影圈”的论 

调已经开始衰微。无论是 “华影”的操纵者还 

是 “华影”的操作者，都可以不用遮遮掩掩地 

运用 “中国电影事业”及中国 “独立的本位文 

化的电影作风”等概念；与此同时。创作者和 

批评者都开始热衷于电影的基本理论建设，并 

颇为认真地探讨电影的艺术、技术问题。针对 

“华影”当局提出的 “教育电影”口号。批评者 

不仅从 “教育”、 “娱乐”和 “艺术”之间的关 

系出发，论证了 “教育电影”的虚妄。而且从 

艺术与现实的关系角度，痛责了 “华影”的部 

分影片，并对中国电影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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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敢于大胆批判 “华影”及其出品，是上海 

沦陷时期正直的电影文化工作者反抗日伪文化 

殖民和电影侵略的勇敢尝试，这在东北、华北 

沦陷区的电影实践中都是不可能出现的。 

更为重要的是，尽管汪伪政府和 “华影” 

当局付出努力，想让 “华影”成为 “大东亚文 

化交流的象征”，@并与日方合作拍摄了一部赤 

裸裸地为 “大东亚共荣圈”服务的影片 《春江 

遗恨》，但 “华影”的大多数出品仍然没有摆脱 

所谓 “空泛的恋爱故事”和 “卿卿我我的作 

风”。∞实际上，在 《渔家女》、 《秋海棠》、 

《何日君再来》、 《结婚交响曲》、 《红楼梦》、 

《教师万岁》等影片里，不仅可以感受到 卜万 

苍、马徐维邦、王引、杨小仲、桑弧等中国导 

演的现实关切与民族襟怀，而且能够发现中国 

电影自 “孤岛”以降一以贯之的审美趣味与精 

神内核，这也正是战后中国民族电影得以迅速 

崛起并创造辉煌的原因之一。从建制角度分析， 

“中联”和 “华影”的存在，是中国电影史上令 

人羞辱的篇章；但从人才角度分析， “中联” 

和 “华影”的实践，是使上海电影接续历史、 

薪火相传的重要环节。 

到1945年初， “华影”的各种矛盾已经无 

法掩盖。原有的电影器械和技术设备已经损耗 

殆尽，且无法得到应有的更换和补充，这在很 

大程度上挫伤了 “华影”从业者的拍片积极性： 

另外，由于裁员和出走， “华影”人才凋零； 

更有许多影人迫于上海形势的压迫和生活的艰 

难北上淘金，留守 “华影”的部分从业者大都 

人心惶惶，无意拍片。在日本还未正式宣布无 

条件投降的时候， “华影”就已解体，沦陷时 

期的上海电影，终于结束了它的历程。 

二 电影史里的沦陷时期上海电影 

电影史里的沦陷时期上海电影，因治史者 

政治立场、历史观念、文化感知和文献掌握的 

不同而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总的来看，有关 

沦陷时期上海电影的历史叙述，在中国内地、 

台湾、香港和海外学界以至日本电影研究领域。 

均充满着较难调和的争议和淆乱，既令人迷惑， 

又发人深省。 

在中国内地，程季华主编的 《中国电影发 

展． (1963，1981)最早在中国电影发展的 

历史脉络中纳入沦陷时期的上海电影。在 “为 

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服务 (1937—1945)”一章 

“‘孤岛’电影运动和敌伪对电影的垄断”一节 

里，叙述了 “日本帝国主义对沦陷区电影的垄 

断和汉奸电影的出现”。⑩按 《中国电影发展． 

的观点，沦陷时期的上海电影是 “敌伪电影的 

逆流”和 “表面上是 ‘中国人的事业’的汉奸 

电影”，由于吸收了在伪满和华北 “电影政策失 

败”的教训，使用的手段更为 “狡猾”和 “毒 

辣”；在敌伪的 “收买”和 “指使”下，新华公 

司的张善琨 “首先公开投敌”， “当了汉奸”； 

而在制片方针上，为了 “迷惑”中国观众、 

“麻痹”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 “中联”暂且搁 

下了诸如 《东洋和平之道》那样明目张胆鼓吹 

侵略中国的影片，而集中拍摄了所谓 “以恋爱 

为中心”的影片和 “大题材的中国电影”， “华 

影”的绝大部分出品也不出 “三角恋爱”、 “家 

庭纠葛”之类。尤其 “中联”的 “超特”影片 

《博爱》，通过11个故事片段，大肆鼓吹 “人类 

之爱”、 “同情之爱”、 “儿童之爱”、 “父母之 

爱”、 “兄弟之爱”、 “乡里之爱”、 “互助之 

爱”、 “朋友之爱”、 “夫妻之爱”、 “团体之 

爱”、 “天伦之爱”等等 “顺民哲学”，借以从 

旁宣传日寇和汉奸的所谓 “中日提携”、 “中日 

亲善”，反对中国人民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 

争，是一部 “为日寇侵略中国效劳”的影片： 

“中联”与 “满映”合拍的所谓 “提携”影片 

《万世流芳》，利用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崇高感 

情，打着所谓 “清算英美侵略主义之罪恶”的 

幌子， “歪曲”林则徐这个爱国历史人物的形 

象和鸦片战争的历史，充满了 “反历史主义” 

的观点，并且 “大肆渲染三角恋爱”； “华影” 

与大日本映画制作株式会社合拍、被敌伪称为 

“中日电影界合作共存共荣的象征”的影片 《春 

江遗恨》，更是 “露骨”地宣传了 “大东亚共荣 

圈”的观点，将一个所谓 “热爱着东亚，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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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中国”的日本武士 “美化”成 “中国人民的 

救世主”； 《春江遗恨》的拍摄，不仅标志着 

“敌人和投敌附逆如张善琨者所制作的反动电影 

的高峰”，而且标志着它的 “最后走向死亡”。 

总之， “日寇的垄断和汉奸电影的出现，是日 

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一小撮无耻汉奸出卖祖 

国的滔天罪行的反映”。 

可以看出， 《中国电影发展史》站在爱国 

主义、民族主义和阶级分析的立场上，对沦陷 

时期的上海电影给予不遗余力地揭露和批判， 

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国家利益和民族情感。尽管 

由于各种原因， 《中国电影发展史》里的沦陷 

时期上海电影，并没有呈现出相应的多重性和 

复杂性，但其主要观点和基本结论，深刻地影 

响着中国内地电影史学者的研究路向。在朱剑 

和汪朝光的 《民国影坛纪实》 (1991)、钟大丰 

和舒晓鸣的 《中国电影 (1995)、李道新的 

《中国电影史 (1937—1945)》 (2000)、李少白 

的 《影史榷略：电影历史及理论续集》 (2003) 

以及朱天纬、汪朝光等研究者的相关论述里， 

沦陷时期的上海电影，始终没有改变其文化殖 

民和电影侵略的反动性质。当然，上述论著也 

在 《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基础上发掘了一些新 

鲜的历史资料，并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沦陷时 

期上海电影的研究视野，甚至提出了一些值得 

进一步探讨的观点和结论。例如，针对这一研 

究对象，李道新不仅详细地列举出 “中联”和 

“华影”的创作目录和大事年表，而且采用 《中 

联影 、 《新影坛》、 址 海影坛》和 《上海 

影剧》等 “中联”和 “华影”时期出版的电影 

刊物作为第一手资料，力图 “重写”沦陷时期 

的上海电影；@李少白则明确表示： “沦陷区 

的电影，总的说来，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 

电影政策的产物。但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哪一 

方面的意志的结果。因此要对这些创作作具体、 

细致的分析，区别各种不同情况进行历史评 

价。”⑩迄今为止，对沦陷时期上海电影进行具 

体、深入的分析研究，已成大多数中国电影史 

学者的共识。 

由于秉持不同的历史观和电影观，台港与 

海外中国电影史研究界就沦陷时期的上海电影 

发掘整理出一批珍贵的文献，并提出了一系列 

迥异于中国内地的观点和结论。跟中国内地的 

研究方法不同，台港与海外中国电影史研究界 

更为注重从 “中联”和 “华影”当事者的访谈 

和口述中获取新的信息，同时更加关注日本方 

面的相关资料和研究状况。其中，香港电影学 

者刘成汉、戈武曾在 1980年访问李萍倩，余慕 

云也在20世纪80—90年代的近 1O年间，采访 

过岳枫、陈云裳、吕玉垫等多位制片、导演和 

演员；罗卡则在 1993年问访问过童月娟和王丹 

凤。另外，香港市政局主办的香港国际电影节， 

也在 1992年和 1994年分别出版特刊 《李香兰 

专题》和 《香港一上海：电影双城》，发表了一 

系列有关沦陷时期上海电影的文献资料和研究 

成果。通过这些努力，沦陷时期上海电影的多 

样侧面得以浮现，川喜多长政、张善琨、李香 

兰以及 “中联”和 “华影”从业者的特定形象 

和历史功过均在很大程度上被改写。例如，罗 

卡、陈树贞就张善琨问题对其夫人童月娟的访 

问，便赋予张善琨 “显赫不凡”、 “果断英明” 

的制片家形象，尤其张善琨在 “中联”和 “华 

影”的作为，更被童月娟 “辩释”为一种 “替 

国民政府暗中做事”， “免得上海电影全操在日 

本人之手”的爱国举动。固尽管作为历史研究 

文献，访者也深知当事者访谈和口述史料的可 

信性是需要适当存疑和努力甄别的，但多种访 

谈和口述的出现及其相互参证，无疑可以在历 

史叙述及其价值评断中消除简单化的弊端和决 

定论的误区。 

正是建立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时任美国 

纽约州柯盖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电影研究者 

傅葆石 (Poshek Fu)发表了 乐至上：沦陷 

时期上海电影的政治隐晦性》 (1994)一文， 

对沦陷时期上海的社会生活以及 “中联”和 

“华影”的运作策略、制片方针、出品内涵进行 

了相对全面而又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文章不 

仅综合了大量的当事者访谈和口述史料，而且 

使用了出自 《新影坛》和 址 海影坛》的第一 

手文献资料，得出的观点和结论令人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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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战时的上海电影是含有政治隐晦性 

的，它对日伪统治作出了有限度的、无声的抗 

议。这是一种有限度的无声抗议，因为上海电 

影业没有公然的以英雄姿态对抗敌人；也没有 

像话剧界 (以柯灵及李健吾为首)那样挑战占 

领军。自立于他们的霸权控制。相反，它在政 

治上保持缄默作有限的抗议。上海电影业作为 

日军的思想宣传机器，但它坚持只拍与政治沾 

不上边的商业娱乐片，拒绝为 ‘新秩序’宣传。 

同时，这时期上海电影界人才辈出，对日后香 

港、台湾，甚至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大陆电影影 

响至深 (最明显的如制片家张善琨，导演朱石 

麟及李萍倩，演员李丽华、王丹凤)。其实，沦 

陷时期上海的电影业的隐晦性，不单是它在政 

治上保持缄默，更且战争促成娱乐片的蓬勃发 

展。”主要从 “中联”和 “华影”对电影 “娱乐 

性”的执守方面考察沦陷时期上海电影抗议日 

伪文化侵略的 “政治隐晦性”。无疑是一种极具 

启发性的研究思路；而从 “中联”和 “华影” 

与战后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电影的独特关系 

角度论证沦陷时期上海电影的历史地位，也能 

达到言出有据、以理服人的效果。但有待解决 

的问题仍然存在，其中的症结有二：第一， 

“中联”和 “华影”的出品是否真如傅葆石所言 

充满着 “娱乐性”?第二，既然 “娱乐”与 “政 

治”之间存在着暧昧的复杂关系， “中联”和 

“华影”出品的 “娱乐性”是否真能推导出其 

“有限度的无声抗议”的 “政治隐晦性”?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日本电影界。 

对沦陷时期上海电影的回忆和研究也不断展开。 

1985年，日本电影研究者佐藤忠男出版了 《银 

幕上的炮声——日中电影前 。这是一部深入 

探讨 “满映”如何运作以及李香兰如何被利用 

的电影史著作，对沦陷时期上海电影研究较具 

启发性；1987年。 “满映”、 “中联”和 “华 

影”的当事者山口淑子 (李香兰)与藤原作弥 

出版了回忆录 ((李香兰——我的前半 ；与此 

同时。 “中联”和 “华影”的另一位当事者、 

时任日本支那派遣军总部报道部长官的i土久一 

也出版了 《中华电影史话》。两位亲历者对沦陷 

时期上海电影的描述，虽然存在着过于主观化 

和情绪化的弊端，却也不乏鲜活直率的气息， 

为沦陷时期上海电影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系；而在 1995年清水晶出版的 《J二海租界电影 

史》里，沦陷时期上海电影的整体面貌得到相 

对全面的展现。另外，自由撰稿人山口猛、明 

治学院大学教授四方田犬彦都对沦陷时期的上 

海电影有所涉猎。@诚然，无论当事者还是研 

究者，都会不可避免地站在日本国民的立场上 

分析对象和思考问题，使用的材料以及得出的 

观点和结论自然与中国电影界有所差异甚至截 

然相反。对于沦陷时期上海电影这一极具民族 

自尊心和政治敏感性的研究课题而言，出现这 

样的局面并非不可理喻。 

三 沦陷时期的上海电影与 

中国电影的历史叙述 

不仅需要整合中国内地、台湾、香港和海 

外学界以至日本电影研究领域对沦陷时期上海 

电影的研究，而且需要在拓展电影文献和创新 

电影史观的基础上将沦陷时期的上海电影纳入 

中国电影的历史叙述。 

沦陷时期的上海电影与中国电影的历史叙 

述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关联性。 

第一，尽管 “中华”、 “中联”和 “华影” 

都是由日伪政权合作建立的国策电影机构，并 

以宣扬 “中日提携”和 “大东亚共荣圈”为历 

史使命，实权也主要掌握在日本人川喜多长政 

手中，但一部分领导层 (操纵者)及其创作主 

体 (操作者)都是中国人。他们的电影实践无 

疑可以被当作中国电影人在特定历史时空里的 

特殊的电影实践，在中国电影史上的特殊地位 

是不可以被忽略的。无论是制片家张善琨、严 

春堂、柳中亮。还是电影编导朱石麟、t'-万苍、 

李萍倩、岳枫、张石川、杨小仲、马徐维邦、 

桑弧、陶秦。甚或是摄影师黄绍芬、薛伯青、 

周达明、罗从周和电影演员陈云裳、李丽华、 

周璇、袁美云、王丹凤、高占非、刘琼、舒适、 

梅熹、吕玉垫、顾也鲁等等。都在沦陷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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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影坛默默耕耘，尽管没有直接反抗日伪政 

权的文化殖民和电影国策，却也为保存上海电 

影的发展流脉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第二，中国电影人在 “中华”、 “中联”和 

“华影”的电影活动，主要以沦陷区域里的中国 

观众为诉求对象，从独具中国特征的地方场景、 

民众生活到汉语对白，从凸显民族气质的爱情 

体验、家庭矛盾到伦理内蕴，都是中国观众耳 

熟能详、喜闻乐见。在上海沦陷的三年多时间 

里， “中华”、 “中联”和 “华影”毕竟为留守 

上海、身心困顿的五百万中国观众提供过不可 

多得的影音消费，无论得到的是 “麻醉”和／或 

“娱乐”还是 “教育”，都构成中国电影传播史 

最为独特的组成部分。 

第三，从精神走向和文化含义的角度来分 

析，沦陷时期上海电影与 “孤岛”和战后中国 

电影基本上一脉相承。尽管迫于战争的环境和 

强权的压力， “中联”和 “华影”的部分出品 

打上了日伪 “国策电影”的烙印，但以 《春》、 

《寒山夜雨》、 《长恨天》、 《母亲》、 《两代女 

性》、 《渔家女》、 《秋海棠》、 《第二代》、 

《激流》、 《何日君再来》、 《结婚交响曲》、 

楼梦))、 ((教师万 、 声泪 等影片 

为代表的，大多数 “以恋爱为中心”的影片或 

所谓的 “大题材中国电影”，都在一定程度上折 

射出中国电影一以贯之的道德图景、民族影像 

和家国梦想，不仅不同于好莱坞电影，而且与 

日本电影及其价值观念存在着较大的对比和反 

差。可以说，日伪政权并未通过在上海的电影 

控制，达成 “思想融和”与 “文化进展”的险 

恶意图。 

然而，迄今为止，对沦陷时期上海电影的 

学术观照，亦即在中国电影的历史叙述之中纳 

入沦陷时期的上海电影，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上，还存在着一系列较难克服的困境和意气用 

事的弊端。 

首先，由于研究对象在政治上的独特性和 

敏感性，沦陷时期上海电影从业者的访谈和口 

述不太容易顺利地展开，中国内地的状况尤甚； 

随着时间的流逝，相关从业者或年事已高或相 

继离世，一段历史的当事人正在消隐于这段历 

史的深处。同样，沦陷时期上海电影的文献资 

料也被封存于相关的研究院所和电影资料馆， 

不采用特殊途径便不能获取一二，这将严重考 

验研究者的信心和毅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 

着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准。 

同样与研究对象在政治上的独特性和敏感 

性相联系，至少在中国内地电影研究领域，对 

沦陷时期上海电影的分析和研究，往往止步于 

敌伪侵略的揭露及其反动性质的论定，充满着 

慷慨激昂却又大而化之的民族情绪，缺少对研 

究对象进行细致梳理、冷静考察和深入阐发的 

主观动机。这样，沦陷时期上海电影的具体面 

貌与日伪政权对 “中华”、 “中联”和 “华影” 

的掌控能力，以及中国电影从业者不一而足的 

电影活动，都没有得到认真而又全面的观察和 

阐释。这一段中国电影史上的空白，需要用丰 

富的历史资料、严谨的学术姿态和严肃的思想 

探索去填补。 

除此之外，研究者的理论素养、知识水平 

和外语能力，也影响着沦陷时期上海电影的研 

究格局。尽管沦陷时期的上海电影是历史学界、 

电影学界以至文化学界的重要课题，但主要由 

于文献稀缺和对象敏感的原因，只有极其稀少 

的研究者表现出适当的研究兴趣；而作为一个 

沦陷时期上海电影的研究者，不仅需要积累适 

当的史学研究经验和中华民国史知识，而且需 

要拥有相当的上海研究背景和中国早期电影史 

研究经历，还要最大限度地了解日本侵华政策 

和日本电影史。只有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沦 

陷时期上海电影的研究才会得到进一步地开拓 

和延展。 

对于笔者而言，在中国电影的历史叙述之 

中纳入沦陷时期的上海电影，主要意味着： 

第一，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军事侵 

略和文化殖民的角度，叙述日伪政权在中国实 

施电影国策的理论和实践。从 “满映”到 “华 

北”到 “华影”，伴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进程及 

其最后的失败，日伪国策电影也在不断地转换 

具体的方针和策略，并最终走向寂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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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认真搜集和整理 《中联影讦D)、 惭 

影 、 仕海影坛=》和 仕 海影鼢 等当年的 

电影报刊，分析和研究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 

的当事者访谈和口述史料，厘清沦陷之前日本 

在上海的电影活动以及沦陷之后 “日中亲善” 

背景里的军事专制和电影垄断，在复杂难辨、 

斑驳陆离的意识形态症候中论证沦陷时期上海 

电影的多侧面及特殊性。 

第三，寻求各方文献和观点，详细考察沦 

陷时期上海电影操纵者的是非功过。无论是日 

本方面的川喜多长政和李香兰，还是汪伪政府 

的林柏生和张善琨，都将在个性描摹和动态交 

互的分析框架中得到全方位的分析和审视。 

第四，结合具体的文字资料和影片资料， 

深入研究沦陷时期上海电影操作者的创作状态 

和心路历程。其中，卜万苍对 “中国人的国产 

电影”的强调，岳枫对 “本位工作”的苦衷的 

隐忍，朱石麟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式的嬉 

笑怒骂，马徐维邦 “藉鬼神以泄其愤”式的恐 

怖片和爱情悲剧片创作，都在沦陷时期上海影 

坛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其实，无论是 

“以恋爱为中心”的影片还是所谓的 “大题材中 

国电影”，大都凝聚着沦陷时期上海电影操作者 

的现实关切和艺术心血，不可以被当作 “麻痹” 

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 “反动工具”。 

第五，具体论述 《博爱》、 《万世流芳》、 

紫千红》和 《春江遗t艮》等日伪国策电影作 

品的制作意图及其各异的传播效果。其中。 

世流芳》里林则徐、郑玉屏和张静娴之间的 

“三角恋爱”及其占据的主要篇幅，是对 “中日 

携手，抵御英美”的国策宣传的自我消解： 

《春江遗十艮》里日本武士高杉晋作帮助太平军作 

战的故事情节，却是日伪国策的直接表露。相 

较而言， 《博爱》与 《万紫千红》的情况显得 

更加复杂一些。 

第六，将沦陷时期的上海电影当作一个整 

体，努力阐发其与 “孤岛”和战后中国电影以 

至1949年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电影之间的 

关联性，尤其是从精神走向和文化含义的层面。 

将沦陷时期的上海电影与中国电影的历史叙述 

整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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